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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7 日 － 9 日，第十六届科举制与科举
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
议由天津教育考试研究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
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天津外
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和国际交流学院联合主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
学、武汉大学、成功大学、东吴大学等 40 多家单位的
80 余名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在具有西方特色的教堂———现天津
外国语大学钟楼学术报告厅举行，由天津市教育考
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栾惠琴主持，天津市教育考试
研究所田益民所长、中国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
希清教授、中国炎黄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
席团主席李世愉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刘海峰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余江教授分别
致辞。闭幕式由原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岳
伟研究员主持，厦门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
做了会议总结。此次会议共提交论文六十余篇，与
会学者就科举制度与科举学研究、科举人物与科举
家族、科举文献与考证统计、科举制与高考改革等主
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现综述如下。
一、科举制度史研究
制度史研究历来是科举考试研究的重心，尤其
是以断代科举研究为主。本次会议收到关于唐、宋、
元、明、清历代科举制度研究论文多篇。厦门大学张
亚群教授的《论南朝文化对唐代科举考试的影响》从
区域文化的视角，考察和分析了南朝文化的特征，并
认为南朝文化是隋唐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对唐代
科举考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首都师范大学金
滢坤教授的《五代献策与选举和政局关系考察》分析
了五代献策考试内容与时务策考选制度的变革，探
讨了时务策与五代的政局关系，认为其对五代弊政
改革有补裨之功。天津师范大学张玉兴副教授的
《唐代科举制下县学简论》从县学设置及演变、授业
与考试等方面对唐代县学基本状况进行了分析。湖
北职业技术学院周腊生教授的《南宋后期状元释褐
职任考》承前两届《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和《南
宋中期状元释褐职任考》，介绍了理、度、恭三朝的状
元仕途及其原因。武汉大学余来明教授的《元初关
于科举考试科目设置的讨论及其确立》从“亡国余
习”与科举之法、“吾道入北”与理学之区两方面考察
了元代前期关于科举考试科举设置的讨论。孔庙和
国子监博物馆李晓頔的《元代国子监积分贡试制度
考———以元代两通公试题名碑为例》介绍了元代国
子监的一项重要教学制度和贡士制度———积分贡试
制度。论者认为，元政府为选拔出的国子监士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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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试题名碑，并以此为例梳理了积分贡试制度的发
展过程和考选程序，总结其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教学
与选拔相结合、考选的公平性三大显著特点。
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朝代，受到与会者
的较多关注。福建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的《论明代
科举的发展脉络及其阶段性特征》将明代洪武至崇
祯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从明代科举形成基本规模、
实现重要发展到进入全面成熟和鼎盛状态，最后走
向僵化和改革阶段，分别总结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河南师范大学牛明铎的《明代乡试考官地区回避制
度考述》分析了明代两京及各省乡试主考官及同考
官的回避制度，认为这一制度为防范考官舞弊、维护
科举公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明代乡试考官充
任制度的改革，严重损害了科举回避制度，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关节录取，损害了考试公平，破坏了录取秩
序。南昌大学吴根洲教授的《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博
弈———以区域公平政策形成为例》通过分析北宋的
南北地域之争、明代的南北分卷制度和清代的分省
取中制度，认为科举制度对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
追求最终形成了合理的张力，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皇
帝、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博弈左右了科举考试制
度区域公平政策出台与完善的路径和方式。厦门大
学娄周阳的《明代提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则认为明
代提学制度的实施以正统元年(1436)提学敕谕的发
布为开端，至正统九年童试、岁试、科考三大主要职
责的完善为形成标志。认为明代提学制度的形成与
发展，是学校管理方面的重要变革，对维护科举制度
的公平性有重要影响，同时有利于维护地方文风、学
风，有利于保障学校生员质量。
清代科举制度方面，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的《清
朝皇帝利用科举功名体恤功臣名勋简论》指出，清朝
皇帝出于对功臣名勋的体恤，给予他们便利地获得
各种功名机会的不同类型，并认为这样做本意或有
奖叙功臣、树立重贤重德的价值观，但也易超越尺
度，带来官场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削弱科举功名
的权威性，导致科举制度运行危机的加深。教育部
考试中心胡平研究员的《清代科举考试的试卷磨勘
制度》描述了清代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程序———磨
勘。作者对清代磨勘制度做了细致考证，进一步凸
显了清代科举考试的严密性。譬如科举乡、会试放
榜当天，考官把中式考生的朱、墨卷派人解送至礼
部，皇帝选派科甲出身的官员对朱、墨的内容进行复
核。通过核查试卷中的疏漏，发现并监督考试各环
节的弊端，并委派大臣复勘，以实现对磨勘官的监
督，从而保障考试秩序、防范舞弊行为。台湾云林科
技大学金原泰介副教授的《清初科举政策对考官、考
生之影响试探 ———以对朱学的态度为考察中心》认
为，清朝对科举考官的磨勘对考官心理和考生思想
方向有所影响。该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顺治、康熙
朝科举对考官严格地施行磨勘，其背后有顺治朝的
惩贪、守法政策;在清朝政府的严格磨勘政策之下，
顺治朝到康熙朝科场中对标准解释的遵守程度有变
化，遵守朱学的原则逐渐形成奠定于考生之间;清初
科举政策影响到部分考生的思想方向，造成了他们
盲信朱学的思想偏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立民《乾
隆丙辰博学鸿词科“滥举”问题探析》以乾隆丙辰科
中一些大臣“滥举”博学鸿词的事件为例，考察了其
产生的原因与影响，认为“滥举”事件对乾隆丙辰科
产生了消极影响，直接导致了选取标准的“苛绳隘
取”，以致遗落了许多人才。另一方面，“滥举”事件
也促使乾隆帝采取措施，加强了保举制度的相关建
设。淮北师范大学冯建民副教授的《清代试经制度
变革的动因、影响与启示》认为，专经试士与五经并
试两种试经制度各有利弊，需要客观公正看待;从这
一试经政策的调整，可以窥见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士
人读书应举具有很强的制度诱导作用;从清代试经
政策的调整与影响来思考我国不断进行的高考改
革，尤其是高考科目的调整，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二、科举人物与科举家族研究
因为科举考试的出现，历史上产生了大量杰出
的科举人物和显赫的科举家族，对于科举人物和科
举家族的分析，既是考察科举制度社会影响的重要
视角，也是地方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本次会
议有多篇文章涉及科举人物与科举家族问题。其
中，研究明朝状元丁士美的文章有两篇。南京艺术
学院丁组宏教授的《从状元丁士美的成才之路看明
朝科举》通过分析明朝状元丁士美的一生，总结出鼎
盛时期的明代科举制度具有五大主要特征:其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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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是社会阶层保持流动的合理机制，为底层人改变
命运提供了最重要途径;其二，科举制的核心是公平
原则，是人才选拔史上最合理的模式;其三，对于人
才个体而言，科举是实现自身才能与价值的大路，是
有志者不断奋发的动力;其四，科举的宗旨是举荐全
面优秀的实用人才;其五，科举是科学、完善、健全的
选才机制。丁解民的《研究丁士美，其实是在完善社
会坐标系》从“地域背景与时代特征”“为学与为官”
“状元文化、科举文化与廉政文化、吏治文化”“大运
河文化带、一带一路”等角度阐述了研究、宣传状元
丁士美的积极意义。研究清代进士陈用光的也有两
篇。哈尔滨师范大学王晓辉的《闽浙学政陈用光年
表》和黑龙江大学许隽超教授的《陈用光督学闽浙奏
折汇辑》以第一手史料梳理陈用光生平、行事、奏折
等，为丰富清代科举研究资料做出了贡献。
此外，与会者将科举人物与诗文、律赋、地方经
济政治发展相联系，进一步丰富了科举人物和科举
家族研究的内涵。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林介宇
的《嘉定进士俞昌言生平事迹述略》对嘉定进士俞昌
言的生平、性情等内容进行了考述。清华大学出版
社马庆洲编审的《马嗣光其人考———兼补顾炎武年
谱及诗文中相关注释》对顺治三年进士马嗣光的本
名、字号、籍贯等内容进行了考证与辨析，并以此作
为对顾炎武年谱及有关诗文注释的必要补充。天津
师范大学张葳副教授的《从李华 ＜三贤论 ＞看开天
之际的士人交游之风》一文以《三贤论》为基础，对中
唐时期著名文学家李华的交游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
的考察，为读者了解这一时期士人交游之风提供了
重要的材料和研究视角。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的
《宋初经学、政治与科场律赋———范仲淹与“古文运
动”之再审视》一文通过对范仲淹律赋的创作时间进
行考察和推断，并结合范仲淹本人的政治际遇，将其
置于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氛围中来进行探讨，进
而探明范仲淹撰述律赋作品的情境背景，反映了范
仲淹投身“庆历新政”之前的时代状况。文章丰富和
深化了范仲淹律赋中所潜藏的政治内涵及其思想旨
趣的研究。独立学者孙伟良的《道光举人陆简金与
近代绍兴丝绸业之源流》依据《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
料汇编》、王廷凤《绍兴之丝绸》等资料，对道光举人
陆简金的科举和实业生涯进行了考证，并对其与绍
兴丝绸业兴起的内在联系作了详细梳理。淮北师范
大学李瑞飘的《李鸿章与地方科举》以李鸿章在安
徽、江苏、直隶等地的科举活动为例，探讨了晚清变
局下李鸿章关于提升安徽科举地位、修复因战乱而
停滞的江苏科举、推动科举变革进程所做的努力。
科举家族研究方面，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
包纪波的《辽金燕地吕氏科举家族浅析》分析列举了
辽金吕氏家族科举登第人物及其突出特点。西北民
族大学多洛肯教授的《清代八旗科举家族述论》详述
了八旗进士科举家族的数量、分布和类型，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考察了八旗进士科举家族的发展过程和取
得重大成就的内外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八旗世
家科第之盛不仅是科举盛事，也反映出八旗进士科
举家族的社会风貌和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天津师
范大学张献忠教授的《天津科举世家考略》结合华
氏、焦氏族谱以及《清代朱卷集成》和其他文献中的
相关资料，对天津华氏、沈氏、赵氏、殷氏、焦氏这五
个比较典型的科举世家的谱系和科第情况进行了考
述，认为科举世家的出现及其对地方文化和社会事
业的参与促进了天津文化地位的提升，这在天津城
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文献考证
科举文献是从事科举制度和科举学研究的重要
基础，不断发现、整理、剖析、甄别科举文献不仅有助
于纠正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也有利于开拓科举研
究的新疆域。盐城师范学院许友根教授的《唐人登
科名录再补》一文承续《唐人登科名录新补》体例，以
《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
等墓志资料为依据，增补新见唐人登科者凡一百六
十人。其中，增补唐人登科者二十七人为新发现的
佐证史料。复旦大学中文系陈维昭教授的《稀见科
举文献 ＜群芳一览 ＞与万历丙午丁未考试录》认为，
《群芳一览》既是万历丙午、丁未乡会试录之选编，也
是一部二三场文选。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关于万历
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各种科举
文体的珍贵史料，对于研究万历朝的科举制度、朝廷
的考试思想、考官的评卷标准、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官场利益集团关系、经学与时务以及科举文体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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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成功大学侯美珍教授的
《万历刻本 ＜明朝张柱国发刻骆会魁家传葩经讲意
金石节奏 ＞探论》首先介绍了《金石节奏》一书的内
容及研究动机，然后探究此书的编纂和刊刻者，进而
辨析《新镌张阁老进呈经筵诗经直解》与此书的关
系，以探讨此书流传过程的影响。作者认为，《金石
节奏》对今人研究明代《诗经》科举考试及纂录乡、会
试题，皆极具价值。东吴大学连文萍教授的《举业者
得此，乃真举业也———明代进士王樵的 ＜尚书 ＞撰
著与举业理想》从科举与经学的角度，考察了明代士
人王樵应举本经、科名仕宦、《尚书》撰著与举业理
想。从中可以一窥明代晚期士人面对官场浮沉，以
读书立言树立自我的人生价值。
四、明清进士研究
计量研究在近年来明清进士研究中比较常见，
如考察分析进士的地理分布等。本次会议上，南京
中国科举博物馆戴莹莹的《明代出自应天府乡试的
状元人数初考》通过各类文献考证和统计了明代进
士科考榜数、状元以及应天府乡试榜数，并对明代应
天府乡试中举后登科状元的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
独立学者沈登苗的《清代全国进士最小时空分布:
县 /科年的动态研究———以浙江为例》通过对学者们
使用的清代进士分布最重要的两部工具书———《明
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清朝进士题名录》进行分
析，发现其存在数以百计的瑕疵，不能满足学者们简
单、快捷、有效地获得进士分布数据的需求，因此提
出要编纂一部以科年为经、以州县为纬的清代进士
地理分布的工具书，这对促进清代进士分布研究有
着重要的价值。华东师范大学李林副教授的《易代
沧桑———末代粤籍进士的流动与出处论考》对癸卯
(1903)、甲辰(1904)两科所录 35 名粤籍(含广州驻
防)进士的流动和出处进行了考论，从而窥见近代中
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风雨沧桑。天津师范大
学于双远的《清代直隶地区科举进士的时空分布及
其原因探析》通过对清代直隶地区科举进士时空分
布的考察，将直隶地区的科举取士分为六个时期，并
发现其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受政治因素影响明显，呈
现重心逐渐向东部、东北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与各地
的文化底蕴有关等特点，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清代直
隶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广西师范大学邹
长清副教授的《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分省馆选问题探
讨》对清朝不同时期分省馆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
理，认为馆选表现出地域分省的不平衡性，江浙士子
入选庶吉士仍然存在优势。厦门大学蔡正道、韦骅
峰的《清代广东乡试的中额研究与取中举人数统计》
首先介绍了广东乡试的开科情形，并根据搜集到的
史料，梳理了广东乡试中的所有中额的来龙去脉和
取中数，最后以年间为范围，对所有中额的总数与所
占比例进行了统计分析，这对于补充广东教育、社会
与文化史研究有所裨益。
五、科举与社会发展研究
科举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着不同
的发展状态，对各地教育文化、社会风俗等产生了广
泛、深刻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
的《论清代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教育制度》认为，清政
府大力推行教育制度的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边疆与内
地的一体化，达到“大一统”，并以此作为清政府文教
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文化教育的
普及，而且加深了西南民族的国家认同，对该地区的
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教
授的《科举考试与清代台湾社会习俗》认为，清代台
湾科举制度与社会习俗在操作层面紧密结合，在价
值层面交互渗透，在影响层面相互激荡，不仅模塑了
清代台湾的社会特质，而且也打造了两岸共通的历
史记忆和文化印象。安徽师范大学丁修真、何彬彬
的《科举、理学、宗族:“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
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对明代徽州府祁门县科举盛
衰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了考论，为理解科举、理学、
宗族三者在地间的内在关联、丰富社会历史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较为详实的案例。广州华商职业学院黄
明光的《福建泉州古代科举繁荣的表现及原因剖析》
对泉州地区科举文、武科状元、榜眼的人数进行了详
细论述和考订，对福建泉州古代文化史研究具有学
术意义与现实借鉴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刘明坤副教
授的《明清云南科举制度的实施及其意义述略》总结
了明清云南科举制度的实施及成就，认为云南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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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数和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和不平衡的特
点，这是各府州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平
衡、传统的教育风习与各州府人口的不同、民族聚居
区及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民族风俗和民族性格及生
活习惯和民族习惯不同而导致的。分析云南的科举
成就与贡献对研究云南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具有重
要意义。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刘佰合教授
的《地方科举网络———以清代绩溪为中心的考察》认
为，绩溪地方科举网络的考察为研究科举制度的动
态施行提供了可行的视角与案例，广泛的科举人网
络、开放的科举空间网络、丰富的科举社会网络，共
同构成一个立体交错的地方科举网络，呈现出地方
科举生态的一般样态与复杂面向。
此外，本次科举会议在天津举行，有学者提交了
科举与天津近代城市文化、教育发展的文章。天津
外国语大学黄立志教授的《清季科举制及其对天津
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透过三取书院、问津书院、
辅仁书院等的成立经过及影响来分析清朝中叶科举
对高等教育的贡献，并认为科举制对近现代天津的
影响十分深远，直接推动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
津美术学院、河北工业大学的创立，促进了中国近代
化的发展，并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启示。天
津师范大学田涛教授的《科举、书院与近代天津城市
文化》则在梳理晚清天津科举与书院教育发展状况
的基础上，探讨了科举出身的城市知识精英在天津
社会的存在状况及其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影响，有利
于增进对近代天津文化变革的理解和认识。
六、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研究
在科举文化研究方面，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
大会上做了《中国进士博物馆的设计与进展》的主题
报告，该报告从设立意义、目标构想、展厅结构、最新
进展等方面介绍了吉安中国进士博物馆的内容设计
与进展情况。刘海峰教授指出，吉安中国进士博物
馆的设计将充分体现学术性、准确性和全面性，致力
于建成一个“中国高度，世界影响，全国视野，江西特
色;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科举和进士专题博物馆。
来自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冯家红等提交了《匾额
文化与科举制度文化探析》的论文，该文将科举文化
与匾额文化相结合，以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藏匾
额为基础资料，通过解读匾额上的文字及匾额上、下
款中出现的官职名称，进一步增进对清代官员任用
的基本形式、官职变化的了解，丰富了科举文化研究
视角。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师毅的《北京科举
遗迹拾零———北京贡院侧记》通过对北京贡院历史
沿革的介绍及历史事件的描述，展现了科举制度的
兴衰。厦门大学许露的《科举术语的历史传承及其
文化价值———以“榜花”为例》则透过科举术语“榜
花”的溯源与传承，进一步反思科举术语的文化价
值，认为科举术语是科举学的独特优势，承载着深厚
的文化基因，蕴藏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应当加以充分
开发和利用。
在科举学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科举地理学、科举
考试跨学科研究、科举评价等问题。天津大学程伟
的《“科举地理学”: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从研究对
象独特而重要、研究资料量大而多样、研究成果丰富
而广博、具有重要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等方面论述了
“科举地理学”是科举学体系中的一门专学或发展中
的学科。唐山师范学院冯用军、赵雪的《科举学跨学
科研究评价:原则、技术与标准》在合理界定科举学
跨学科研究评价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分析了科
举学跨学科研究评价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了
科举学跨学科研究评价的主要技术与核心标准，以
期从评价上推动科举学及其分支学科领域研究的发
展。厦门大学陈兴德、林思雨的《家国、文化与科举
评价———钱穆科举观述评》通过梳理钱穆的科举观，
发现钱穆身处中西文明冲突、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
期，其科举评价带有强烈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烙印，
与家国、文化紧密相连，并提出再造文明应汲取历史
的教训，进行心理建设，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理
性对待历史传统;梳理忧患意识和民族精神。
七、科举考试与高考改革研究
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对
古代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可以为教育改革和当代高考制度建设提供启示与借
鉴。天津外国语大学张淑蓉教授的《试论科举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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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中国社会的影响》指出，科举制度深化了“学而优
则仕”的世俗心理、公开选拔的用人方式、德才兼备
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注重现实功
利的人生规划等，对当今国人的社会心理、教育管
理、人才培养与选拔等发挥着影响。厦门大学覃红
霞教授的《信息公开与考生查阅高考试卷权———兼
论科举考试的启示》通过列举当前考生关于查阅试
卷权的多项法律诉讼，表明考生查阅试卷的权利还
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上的障碍。该文梳理了考生查阅
试卷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过程，认为考卷直接牵涉学
生的受教育权，可以逐步放开与推进考生查阅试卷
的权利。南开大学刘清华副教授的《科举选才标准
得失对高校招生标准改革的启示》主要以科举选才
系统的选才标准为研究参照，通过相应历史事实来
评判得失影响，认为选才标准是高校招生制度的核
心枢纽，影响着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水平;选
才标准取决于高校的招生目的，这决定了高考科目
设置是高校要求的、学生可以选择的文理科目结合;
选才标准以高中课程大纲的要求为基础，兼顾合理
的认知与非认知技能考核，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此外，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所赵璐的《谈科举制兴衰
对当今理科教育的启示》、韩美玲的《科举制度对当
今英语教育的影响》、刘丹的《从科举考试科目的演
变过程对人才选拔的影响看现代考试科目改革》，也
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如何从科举考试汲取智慧，推
进当代高考制度改革 。
继 2008 年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
在天津成功举办以来，本届会议是科举制与科举学
学术研讨会再次回到天津举行。学者们评价这是一
次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盛会。来自海峡两岸的众
多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断代、不同侧面聚焦科举
制度与科举学的广泛议题，切磋琢磨，相互交流，在
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展示新成果、介绍新史料、揭示新
论题、展望新进展。这必将促进科举制与科举学学
术研讨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使科举学研究蒸蒸日上，
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责任编辑:刘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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